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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
几个基本问题

吕 永 锋
(川北医学院 纪委,四川 南充637000)

  摘要: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属于人民军队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相

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历史的探讨如果仅仅始于南昌起义,就会有许多问题难以弄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似乎

都要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军事领域里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党在这

一时期开展军事活动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初步研究表明:党在红军时期的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中凭借的

基础或出现的失误,和此时开展的军事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瓜葛渊源;要科学地阐释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有关

问题,就必须探讨清楚这前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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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

民军队的序幕。当这幅大幕豁然拉开之前,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党为开展军事斗争已经进

行了一系列工作,众多先驱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且在

这一领域内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虽然党在当时

主观上不曾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明确认识,但是

后来多次发生的武装起义和人民军队建设,其伟大

的基础却肇始于此。党史、军史界对此在学术上已

有许多论述并形成共识,但是尚没有从军事运动的

角度对人民军队建军前党开展的军事活动进行系统

性的阐述。本文特就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几个基本

问题略作勾勒,祈盼能使后人得知人民军队建军史

上曾有所谓军事运动之轰轰烈烈的一幕,庶不负先

驱们当年惨淡经营之苦心孤诣,亦以此彰显追念旧

勋之衷曲。
一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真伪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是否存在“军事运

动”实践

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研究,
在理论界尚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不仅一般的社

会人士对“军事运动”这一名词甚感陌生、愕然,甚至

中共党史界有些人最初听到“军事运动”也表示怀疑

其真实性。鉴于此种情况,笔者遂留意收集几种史

料,并排序如下,以资佐证本论题客观基础的存在。

1.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酝

酿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这一机构,用以统一领导

党开展军事运动工作。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

案》指出:“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

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中央之下应有

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

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1]407

2.1926年1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9期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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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一文,在介绍农

讲所课程设置情况时指出:“该届农讲所开设《军事

运动与农民运动》一科,由周恩来主持,授课时间为

六小时。”[2]80《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收集

到的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听课笔记中,即有冯文江学

习《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时的课堂记录[2]210-211,可
互为印证。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上,收有中共中

央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
这一文献对于证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存在最具有

说服力。该《决议案》对于中共军事运动的工作范

围、对象重点、工作方法及基本方针都作了原则性规

定,从而表明共产党人至此已经自觉地把军事运动

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

4.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作

“军事报告”,对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进

行的军事运动作了认真总结和反省。他说:我党“不
明了军事运动的根本任务”,“党对于军事运动没有

系统的观念与工作:有许多同志说党特别注意军事

运动,实际上并不如此,只是做军官运动……中央虽

有军事部,只做些上层的工作,而没有整个军事运动

的计划”[3]76-79。

5.抗日战争后期,朱德曾从积极意义方面对中

共早期军事运动作了评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

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曾记下他下述意见:“大革命时

期,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

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

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4]126

上述文献资料足以表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决

不是捕风捉影捏合起来的一个虚假概念,而是过去

确曾发生过的一段历史。
(二)中共早期关于“军事运动”概念最初的提出

及其内涵

据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显示,早在1923年就有

人使用“军事运动”这一提法。1923年11月17日

出版的《中国青年》第5期曾刊载署名敬云(刘仁敬)
《论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文中借与一位朋友讨论

关于推翻军阀势力“则主要仍须靠军事运动”的观

点,阐述了作者关于开展军事运动应遵循的正确策

略。作者指出:“军事运动固然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

一种战略,但决非如今日之运动军官,如国民党所用

之方法可比。军事运动是要在一般兵士中间播下革

命的与反抗军阀与外力的种子,这已非一蹴所能成,
何况仅是军事运动,缺乏工人(运输)与农民(粮食)
的积极援助,也容易为外国军队惊人的武装直接镇

压呢!”此后,使用军事运动概念探讨这方面问题的

文章,遂在各种正式出版物上时有所见。譬如林育

南曾以林根为笔名,撰成《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发
表在1924年10月1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8期

上。由此可见,“军事运动”这种提法早在20世纪

20年代建党初期就为党内众多的活动家们所接受。
关于军事运动的内涵,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运

动决议案》曾对党在当时的军运工作范围作了大致

规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决议案》指出:共产党人“在带民族革命色彩

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
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如军队中的内部冲

突,与雇佣兵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

队内部进行工作”;《决议案》同时指出:民众武装是

党开展军事运动的重要内容,由于“乡间有许多贫苦

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意义的

武装暴动”,“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

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因此,党要注意“渐次发展工

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此外,《决议案》列入军事运动

范围的工作还有:“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

头目”,“形成……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

关系”,“收集材料”,“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组
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士兵支部”,“在兵工厂、军械局等

处活动”,“派人去做政治工作”或者“去当军官”等
等[5]157-158。由此可知,所谓军事运动,是指某个政

党或者政治团体为了一定政治目的,在直接关涉武

装斗争的某些层次、环节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社会活

动;它包括的范围甚广,如现有武装组织的宣传、联
络、渗透和破坏,新武装的组建、训练、指挥,以及从

事上述活动的机构设置、干部队伍及工作人员的调

配等等。
二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开始的时间及阶段划分

(一)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几乎与建党工作同步开

展

在华南地区的广州,年轻的共产党刚一诞生,广
东党组织就有了开展军事运动的计划和活动。一份

由前苏联保存下来的1921年工作报告,在介绍广东

党开展组织工作时指出:“更困难的是与士兵群众建

立联系”,尽管如此,广东的党组织表示仍要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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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工作,“许多军官……不久的将来,我们想

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6]7。由于广东的重

视,广东的党、团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进

展。至1922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即已

经在各系旧军队中争取“军人三十余”为团员[7]14。
在阮啸仙1922年10月23日致俞秀松的信中也可

以找到相关线索,该信指出:“现在粤S.Y.(不连佛

山分团)共有团员四百一十人。学生之外,军人工人

为多”[8]21,反映了广东的党、团在军队中开展军运

工作的成绩。
在华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军运工作,其起步之

早,也不逊色于南方,甚至其军运实际工作和形成规

模的时间还略先于南方。还在1922年夏,李大钊即

通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对吴开展工作。为此,李
大钊曾三赴洛阳与吴会谈。对于这年7月李大钊首

次赴洛阳见吴一事,10月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曾
以《吴佩孚拉拢教育界》为题对此予以披露。在这次

晤谈中,李大钊曾婉讽吴氏:作为军人不宜干涉教

育,否则“未知其可也”;吴佩孚当即表示同意,“点首

者再”。李大钊与吴的另外两次会谈是9月8日和

10月9日,《白坚武日记》对此皆有记载[9]。阎稚新

所著《李大钊和冯玉祥》对此写道:李大钊“在1922
年夏曾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吴佩孚的军队中

建立了党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到吴佩孚企图控制

的京汉、京绥、津浦、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工

作”[10]9。对此,还可参考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汉》一
文的有关片段回忆。周回忆说:当时“京汉、京奉、津
浦、陇海四线的总稽查,都得吴佩孚电令……委共产

党人充任。京汉线总稽查为包惠僧,津浦似乎是李

民治”[11]29。由于李大钊的努力促使,吴佩孚发表了

“保护劳工”的通电,从而为当时华中、华北工人运动

赢得了有利的环境。此外,在铁路线上充任稽查员

的共产党员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收集情报、发展组

织的工作。
(二)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三个阶段

中共自创建开始至南昌起义前夕开展的军事运

动,如果根据其基本方针政策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

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中共建党初期部分共产党人开始

从事实际军事工作时起,止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

形成。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还带有宣传团体的痕迹,
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党团组织、领导民众运

动和开展政治宣传。与这些工作相适应,党的军事

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分化、瓦解既有的军队,以争取

开展民众运动的有利条件和环境,并壮大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的声势。这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并未清楚认

识到中国军阀政权的推翻,要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

战争方可实现,而是企图通过发动并组织广大的民

众,然后或者是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

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不承

认现存的“军人政府”,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者是

“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由此可

知,上述改造社会的道路,无论哪种途径,所谓“军
人”们都被视为国民中的一普通分子,“军事集团”的
军事行为也只是国民革命运动中平常的一部分。共

产党人搞军事运动不过是为了扩大国民革命影响于

“军人”,分化军阀阵营,或者争取某些军阀首脑人物

对民众运动的中立、同情,甚或予以某种支持,直接

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的行列。
第二时期,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黄埔军校军

事势力崛起时起,止于蒋介石在上海摧残工人纠察

队。此时期,党所面临的不仅有各色的反动军阀势

力,还有共处于统一战线内的同盟者武装势力。这

一现实条件促成党确立了自己的军事运动基本方

针,即“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

力”。这表明,共产党人当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革命的

正规军队在消灭反动军阀武装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

地位。而当时以黄埔军校武装为首的军事势力在两

次东征、平定刘杨诸役中的胜利,以及北方国民军在

军阀阵营倒戈反吴成功的一系列事件,都为共产党

人肯定上述认识提供了论据。但是,当时共产党人

没有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原则,只是根据现实的

既有条件去思考问题,没有对中国革命作更深刻的

认识,因而未能提出创造中国革命的条件、由党独立

建立起组织更为严密的工农武装的任务。并且,当
时的中央还时时受到“全民暴动”革命模式的困扰。
譬如北京政变和“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即曾过于乐

观地对“国民会议”道路寄予希望。
第三时期,以蒋介石军事集团开始屠杀工农群

众时起,止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

领导三大起义的发动。此时期,由于数年军事运动

成果的积累,党已经有了可以影响乃至直接控制力

量相当可观的武装势力,并且这些武装正在面临被

蒋介石新军阀肢解和消灭的危险。基于此,党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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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敦促下形成的军事运动基本方针是:独立建

立、领导革命武装,并大力发展以军事力量为中坚的

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群众暴动。这表明,共产党人

此时对依赖所谓“进步的军事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

政策的彻底放弃,从而认识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

要。但是,这一方针虽然酝酿于“四一二政变”后国

共两党在军事领域合作局面的局部决裂,但最终确

立却延搁至“七一五武汉分共”,这似乎已经是亡羊

补牢了。况且,当时共产党人开始的独立领导革命

战争,只是利用先前军事运动奠定的基础,率领党所

掌握的武装实行仓促的暴动反击,而没有把进攻和

退却巧妙结合起来,把发展工农群众武装并向更高

层次组织形式推进,建立正规军队作为党的中心工

作。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红军建设。
三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范围、规模及成效

中共的军事运动在最初阶段显得零星分散,并
不为世人注目。进入第二阶段,党有了开展军事工

作的自觉意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经过一段

时间的艰苦开创,到1927年上半年,党的军事工作

已形成蔚然可观的局面,足以对当时中国政局乃至

革命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一)我党领导的民众武装几乎遍布国内十多个

省份

当时中共军运鼎盛时期的民众武装,在广东,党
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控制了有4万枝快枪的农民自卫

军[12]19,并领导着拥有3000人编制的省港罢工纠察

队。在湖南,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国民党其时

对武装工农活动的限制,直到1927年4月,真正掌

握枪支的农民并不多,然而农民们在中共“武装起

来”的口号鼓舞下,跃跃欲试,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似
乎就要挣破羁縻他们的种种束缚。李维汉说:农民

们“要求解散团防。农民已普遍有了梭标,但他们很

热切要向团防抢枪”[13]。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述:当马日事变发

生,统一战线的束缚在局部地区对农民失去了控驭,
农民们立即仿佛江河溃堤一般卷进了武装斗争的洪

流中。当时北京《晨报》对此报道说:湘境的农民武

装,“马日事变后,……有共产分子在各县领导指挥,
多则二万、三万人,少亦有四、五千人,在各县扑城劫

署,地方大为动摇”[14]。在湖北,“各县农民之快枪,
多者达二三百枝,少者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装的县

份共有枪约二千枝”[15]461。尽管真正握枪的农民并

不多,但是与湖南相仿佛,加入武装组织的农民数目

却难以计数。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愤怒

的农民便犹如脱缰野马,立时构成了农民武装暴动

的壮观场面。1927年8月下旬,“鄂南暴动中,直接

参加的农民有五万人以上,参加自卫军的有近万人,
在准备攻取枣阳县城的斗争中,鄂北特委所组织的

鄂北农民武装多达四、五万人;鄂东黄麻起义中,农
民武装———义勇队在三万人以上;鄂中、鄂西暴动中

夺取沔阳县城、公安县城(今南平)的战斗,参加的农

民武装均在两千人以上;而参加整个鄂西、鄂中秋暴

的农民武装分别在万人以上”[16]。两湖的省城———
长沙、武汉也都存在着中共党组织可以控制的数量

相当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河南,1926年4月,当
农民运动初兴,即有农民自卫军10万人[15]630;次年

3月16日至21日,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

武昌召开,45个县的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大会,
他们宣布代表全省26个有组织的武装农民———红

枪会、硬社、农民自卫团等40余万人。在陕西、山
东、安徽、江苏、江西和广西,都有中共党组织领导的

农民武装。此外,在中外反动势力薮集之地———上

海,中共也拥有一支具有相当震慑力的工人武装,正
是这支工人武装,在北伐军之先驱逐了孙传芳在上

海的军事势力;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经过简

选,仍有2700人编制的武装纠察队,且装备优良。
当时,中共甚至把武装农民的工作延展到闭塞的川

省腹地,“1927年春,四川约有农民武装三万多人。
李蔚如(共产党员———著者注)领导的涪陵农民自卫

军与军阀、团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蒲江

高桥农会,曾领导农民武装击败军阀一营以上兵力

的进攻,后来又率领“农民自卫军万余人,乘胜围攻

县城。军阀再次增兵后,农民退往山区坚持游击战

争直到1929年。郫县农民自卫军……在临近各县

农民武装万余人的支援下,围困郫县长达一月之

久”[17]3。
(二)党在国民革命军系统开展政治工作的成效

对于统一战线内同盟者的军事系统,包括国民

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中共的工作主要侧

重于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尽管如此,它产生的影

响力,如果善于运用,仍是不可低估的。早在1926
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奉命包围苏联顾问住处

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士兵,即因自觉理屈,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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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得不敢直视行人。苏联顾问团的译员阿基莫娃回

忆说:“1926年‘三二〇事件’期间……二师的士兵,
虽然奉派在东山我国顾问办公机关和私人住宅前站

岗,但他们面有愧色,不敢正眼看我们。”[18]151在北

伐初期,由于蒋介石撵走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使
得该军战斗力一落千丈,远非两次东征时高涨的士

气可比,士兵开小差事件屡有发生。赵一凡系中共

党员,曾做过国民革命军连党代表,他颇自信地说:
“做了几个月连党代表,取得很多经验,也和全连士

兵结下深厚感情。假如叫我去和第二师对垒,我满

有把握,只要我在阵前振臂一呼,那连士兵,会全部

跑过来的。”[19]349蒋介石在上海摧残工人武装时,国
民革命军内部即有官兵持异议;只是缺少组织,这些

反对的声音零星微弱,很快在白色恐怖喧嚣中被淹

没。据当时上海《时事新报》等报记载:自4月12日

晨缴械事件发生后,二十六军(即当日执行缴械的军

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十分愤慨,反对无效,因
而留书出走;赵出走后,该军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亦
同时自行宣告解散,并有数十名革命兵士携械逃离部

队;赵之离职通电载于4月14日《时报》[20]。
关于中共军事运动在影响士兵思想方面的成

效,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报告上曾予以肯定。他

说:“可是这种政治工作可以说完全没有效力吗? 当

然不是这样说的。在军队中,甚至兵士也接受了打

倒军阀,推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蒋介石第一军……
只做了一个月工作,就影响到两师的士兵群众”;“在
第一军发展的兵士支部,负责同志虽然后来走了,可
是士兵还发生很大的影响,很多的战斗士兵,都逃跑

出走,使第一军几乎丧失战斗力”[3]202。蒋的嫡系,
从广东出来的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在上海表示左

倾,因此为蒋猜疑,“四一二事变”前,由市区外调龙

华驻防。上述事件表明,中共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已经产生了良好效果。军队士兵的思想观念产生左

倾变化,如果不失时机地予以一定的外力拉动,即可

以使之表现为革命行动。红军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有

关起义和哗变,许多与此前党的军运工作有关系。
(三)党在军事系统对有关部队组织上的直接控

制及其规模

在实施对北伐官兵政治思想影响的同时,党还

在组织上先后控制了一部分实际兵权。在国民革命

军系统,有刘伯承所部暂编第十五军,总兵力12000
余人;该部队于1926年底组建,于1927年5月下旬

失败,余部于1928年春被各地军阀分割改编,始告

彻底消解。叶挺所部第四军独立团,该部组建于

1925年底,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直属勤务队,编制约

2000余人;由于三个营长都是共产党员,连一级干

部大都是由党团员担任,故战斗力甚强,致有“铁军”
之誉。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扩编时,原独立团

改编为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形成第二十五师的主

力,周士第为中共在该部的核心领导人物,到南昌起

义时,周士第即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其时兵力

有3000余人;叶挺另率独立团一批骨干组建第二十

四师,兵力有5500余人。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
该机构于1926年底初具规模,有1700余人,包括黄

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5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共

党团员,以及在本地新招的1200余人;至1927年初

发展到3000余人;“四一五政变”后,接纳了由黄埔

逃来的大批学员,人数增加到4000余人;夏斗寅叛

变时,接收武汉工人纠察队一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员一部,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稍后为汪精卫遣

散,其余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编制为

1700人。此外,尚有卢德铭所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

团1000余人,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

公安局警察队计700余人,周逸群领导的第二十军

政治演习所2000余人;时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受中

共长期影响,所部共计7000余人(包括周逸群部),
也可为党所用。

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部队中,中共党员任中级

军官控制部分武装,也并非绝无仅有。譬如郭俊、金
佛庄、范荩、蒋先云等人皆是团长级带兵官。至于西

北国民军系统,则有张兆丰所部国民军第五军第三

师。张兆丰系中共党员,早在1924年11月即受李

大钊派遣在国民军第三军开展军运,并先后在该部

第三混成旅任旅参谋长和该旅第三团团长;1926年

8月,张兆丰指挥的第三团编入方振武的第五军,升
任第五军第三旅旅长;1926年底,西安解围战之后,
张兆丰又晋升为第五军第三师师长;中共控制的这

支部队直到武汉分共时期才由于张兆丰被迫出走而

断送。中共控制的还有史可轩部、许权中部和石谦

旅。史可轩于1926年在旅长任上参加共产党,同年

9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次年1月任

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师师长,7月被军

阀杀害,所部归许权中指挥。许权中于1925年在团

长任上加入共产党,1926年后曾任旅长、代理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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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宁汉合流时许权中率部潜伏

下来,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石谦,原系陕西军

阀井岳秀部下,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思想开放,“同
情革命”,早在他当营长时即接纳共产党人李象九、
谢子长在其部队任基层军官;1926年下半年,石谦

升任旅长,“至1927年春,中共陕甘区委已在该旅的

几个营、连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已经有六、七个连长

和一百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旅已有近十

个连队的官兵群众和指挥权为我党所掌握”[10]244,
该部后于1927年10月14日在党领导下发动清渭

起义。
四 制约中共早期军事运动成效的因素

影响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积极作用发挥的主要原

因是政治方向定位的错误,即错误的政治路线制约

了军事工作的实效,其具体内容是未能处理好在统

一战线内与国民党这一重要同盟者的关系。
综观中共当时对武装力量的影响及实际控制能

量,可以确认,中共早期军事运动成绩未可谓小。它

所控制和影响的武装,如果使用得当,在军事斗争中

未必不能找到它的立足之地。相比而言,当时蒋介

石的实力,并非强大得不可动摇。北伐时,蒋的部队

虽雄踞他部之上,共有10000人枪,但却分割在江

西、福建两个战场,蒋在江西直接指挥的则只有

2000人。即使他采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腕招

降纳叛,然而当时他的地位受着党内政敌唐生智的

威胁,仍有可虞之处。唐生智其时势力最雄厚,共有

6个师、36个团,接近30000人。至于其余从广东出

来的各军,一方面他们不满蒋、妒嫉蒋,另一方面却

又势力单薄。如当时第二军有6000余人,第三军有

3000人,第四军包括新招2500人共6000人,第六

军2000余人,第七军7000人。借鉴战国纵横策略,
这些军事首领未必不欲寻找一个强者,作为政治上

军事上的盟友以与蒋抗衡。当时,共产党人在政治

上最硬,如果敢于在军事上自创一种局面,胜败之数

也未必预先可卜。因此,中共在此回合的失败,应该

在军事运动的更深层次———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

探寻原因。
要探讨中共军事运动方针政策的得失,必须先

对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一认真的

考察。19世纪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
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1]135列宁

充分肯定了这一论断,同时他还指出:“战争不仅是

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22]193既然战争是

一种更为严酷的政治斗争,那么,大革命时期共产党

人所开展的军事运动势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重

大影响———或者维持政局均衡,或者破坏政局的均

衡,如此必导致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及其军事集团对

中共军事运动政策持不同态度。当时,北洋军阀分

裂出来的各个军事集团,如奉、直诸系对共产主义皆

一致视为“洪水猛兽”,其政策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

快;而共产党人在这些军阀辖境及其军队内部开展

军事运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针也是明确而又一贯

的,即只宜采用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取彻底破坏军

阀势力的基本方针。至于那些割据西南的诸小军

阀,由于他们地处边陲,因为共产党人未及播植势力

于彼,所以他们也无暇顾及辖境以外的所有政治活

动;尽管他们对中共的军事运动多所顾忌,但是也鞭

长莫及,无可奈何,因此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关

系也表现得比较简单而明朗。至于中国国民党对中

共军事运动,相比之下,其关系就显得密切而又微妙

复杂得多了。一方面,它们以党内合作的形式结成

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并且共产党人是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需接受国民党的组织约束;另
一方面,国共两党活动范围又往往处于同一空间,它
们同时崛起于华南,共同携手向华中发展,最后将势

力影响扩大至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它们活动区域内

往往是国民党掌握着军权和政权。由于上述种种原

因,共产党人发展军事势力受国民党政策影响最大。
因此,要中肯地评价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方针、政策

的得失,又必须首先研究清楚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

运动的方针和政策的内容。因论题及篇幅所限,本
文不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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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SomeBasicQuestionsofCPC‘s
EarlyPeriodMilitaryMovement

LvYong-feng
(NorthSichuanMedicalCollege,Nanchong,Sichuan637000,China)

Abstract:TheCPC‘smilitarymovementduringtheearlyperiodisanorganicpartofthehis-
toryofthePeople‘sArmy.Considerableandvaluableresearchachievementshavebeenmadere-
garding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thePeople‘sArmy.However,iftheexplorationof
thehistoryofthePeople‘sArmyonlystartsfromtheNanchangUprising,numerousquestions
willstillbeunanswered.Thesequestionsseemtohavetobedatedbacktothetheoreticaland
practicalactivitiesofCPCmembersinthemilitaryfieldduringtheFirstKuomintangandCom-
munistCooperation.Uptonow,therehasbeenalackofsystematicandmacroscopicresearchon
themilitaryactivitiesduringthisperiod.Thispreliminarystudyshowsthatthefoundationofthe
CPC‘smilitaryconstructionandarmedstruggleduringtheRedArmyperiodreliedonorthefol-
lowingerrorswasrelatedtothemilitarymovementduringtheearlyperiod.Thisfindingisapre-
conditionforthescientificexplanationofquestionsconcerning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
ofthePeople‘sArmy.

Keywords:CPC‘smilitarymovementduringtheearlyperiod;truth;phase;scale;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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